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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视野下的全球城市与全球治理
———兼谈中国的全球城市∗

汪　炜∗∗

内容提要 全球价值与多元行为体是全球治理的两个基点.在

当前全球治理遭遇主体困境时期,承载全球价值的全球城市成为提

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要行为体.全球城市遵循其发展轨迹,在三重

维度上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支持上,以经济和人才优势以及丰富的政

治实践供给全球治理;制度建设上,建立网络联盟并贡献制度化解决

方案;规范引导上,塑造公共精神和全球共同体意识.作为“崛起中”
的中国全球城市,它们通过共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关系格局、共建全

球治理体系中的经验制度和共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精神气质,努力

实现中国全球城市的自我表达,进而为丰富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做出

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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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已经从国家扩散到超国家和次国家

行为体,而全球城市(GlobalCity)作为一类次国家政府(subＧstate)行为体在

多层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逐渐被更多研究者所关注.① 在多层全

球治理的总体框架下,全球城市治理的要义在于城市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

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其中,公民社会并不仅限于地方层面,其中也有着全球

公民社会的含义;公共生活不仅限于全球城市的内部空间,还包括对全球性

议题的关注和参与.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政治学教授托尼麦克格鲁(Tony
McGrew)认为,以全球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从区域层面出发并基于

全球共同利益“从事跨国的协同行动以解决从城市发展到毒品贸易,以至实

施全球环境标准等共同关心的问题.”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米凯利

阿库托(MicheleAcuto)认为,全球城市“通过增添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全

球场景的复杂性,将微观(或地方)的政治进程与宏观(或全球)的趋势和关

系联系在一起,在新的治理合理性发掘中扮演重要角色.”③可以说,全球城

市参与全球治理体现了“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及“地方思考、全球行动”治理

理念的有机结合,帮助构建“全球地方化或地方全球化”网络.那么,值得探

讨的问题是,全球城市怎样体现出参与全球治理的独特优势,以及其参与全

球治理的路径与边界在何处.

一、问题的提出

自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全球治理”范式涌现以来,尽管其在发展过程中缓

解或解决了人类社会存在的部分难题,但对其批评从未停止,全球治理呈现出

“主体多元、过度竞争、议题增多、制度阻塞加剧、规范冲突和知识失效”的治理

碎片化特征,④但全球治理碎片化的根源仍在于主体困境,即尽管多元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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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笔者以“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为篇名,对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１日)检索结果表明,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文章有

１１８篇,而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的只有１２篇,从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视角分析的更少.但分析表明,从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从国际政治学视角去分析全球城市的文章、著作明显增多.

〔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陈家刚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第３８页.

〔意〕米凯利阿库托:«全球城市:我们还能视而不见吗?»,陈丁力译,«城市观察»２０１１年第３
期,第３７页.

汤伟:«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９７页.



体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基点之一,①但也是产生全球问题的主要根源,突出表

现在:

首先,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存在冲突,即“国家利益

与全球利益、民族意识形态与全球价值观之间的二元悖论,导致全球治理机制

的责任错位”.② 主要表现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一系列全球多边框架协

议的回击,如先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酝酿退出伊朗核

协议,这对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安全治理产生较大程度的负面影

响.在经济和金融治理领域,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国际

经贸规则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谈判持续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中博弈;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拒绝加入、加拿

大退出«京都议定书»暴露出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自私与“缺位”.尽

管中国最近几年不断地向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

又对中国自身的能力和机制建设提出挑战,中国国内外两个大局的互动过程

任重而道远.③

其次,区域组织面临近一步整合的困境.欧洲债务危机造成的新老成员

国差距拉大,对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一体化模式提出重大挑战;英国脱欧

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维系欧洲一体化的价值观念,欧洲的“区域合作面临二战

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④ 尽管还没有最终确认,但特朗普政府已经多次表示

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已开始准备北美自贸

协定谈判破裂的后续措施.虽然东盟在２０１５年底建成东盟共同体,但内部新

老成员国的发展差距、相关国家在南海等地区争端上的龃龉、宗教及民族等的

多样性制约着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进一步建设,东盟

的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弱制度化、协商为主和边界模糊”,造成东盟地区

公共产品供给的明显不足.⑤ 区域组织进一步整合的困境制约着它们在区域

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功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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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蔡拓:«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卢静主编:«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页.
张文木:«“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８期.关于对主权国

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疑惑,还可参见〔澳〕约瑟夫A．凯米莱里、〔澳〕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
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东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陈玉刚:«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全球战略和角色»,«当代世界»２０１７年第９期,第１０页.
范磊:«东盟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困境分析»,«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最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意愿起伏不定.２１
世纪以来,联合国改革一直处于困境之中.① 尽管在法理上联合国系统掌管国

际和平与安全,但国际冲突的解决仍主要依靠美俄中英法德等主要国家.在

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危机、朝核危机等全球安全领域中,联合国的作用要么

被忽略,要么被严格限制在一定领域.在全球金融领域,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在治理结构、贷款职能和可利用资源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更为

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停滞不前,其改革动力逐渐消退,代表性明显弱化.②

二十国集团(G２０)作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部分,它从“边缘”被拉回到

“中心”的过程,体现出明显的“救急”性特征,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机制化困

境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合法性、有效性和制度化困境等方面.③ 全球性国际

组织因其自身改革的艰难而延缓、拖累了全球治理的步伐.

类似的主体困境还出现在跨国公司、全球性社会运动及其倡议网络等非

国家行为体之上,它们因自身问题的外部性甚至扩大了全球治理的问题领

域.④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全球城市同时兼具跨国行为体

的特征,它作为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网络信息的中心,以及全球经济、文化等

要素扩散和聚合的节点,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与供应链管理.由于全

球城市在政治经济循环回路中居于战略性枢纽,能将自身生产力和政治经济

状况转变成“全球控制的实践”.⑤ 由此,苏格兰社会学家帕特里克吉登斯

(PatrickGiddens)和英国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PeterHall)等学者指出,

全球城市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可以代表母国地缘政治权力,此类全球城市

的地理分布和成长状况成为国际体系结构转型的标志,⑥借助这种能力,它们

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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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石晨霞:«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国际展望»２０１４年第３期;毛瑞

鹏:«国际组织规范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困境»,«天府新论»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及中国的参与»,«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张严冰、杜胜平:«当前二十国集团的级之后困境及应对之策»,«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刘

宗义:«“二十国集团”转型与中国的作用»,«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年第７期;崔志楠、邢悦:«从“G７时代”到
“G２０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最近,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之下的全球治理内涵,参见高奇琦:«社群世界

主义: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张胜军:«全球治理的“东
南主义”新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英〕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城市:纽约 伦敦 东京»,周振华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NeilBrenner, “Global Cities,Glocal States:Global City Formation and Stat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in Contemporary Europ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Spring １９９８,
pp．１Ｇ３７．



就中国而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仅体现在中央政府层面,在次国家政

府层面上同样深度参与,城市外交更是成为中国全球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重

要举措.２０１４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要推进城市外交,推动“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① 全球城市首当其冲的成为推进城市外交、参与

全球治理的重点,而参与的路径则是关键问题之一.

综上所述,本文将通过对全球城市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独特优势的分析,

探讨全球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维度;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全球城市参与全球

治理的路径提出几点思考,以探求中国的全球城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外交

内涵.

二、既有研究回顾及其不足

在不同领域,学者们就“全球城市”“世界城市”(WorldCity)、“全球城市—

区域”(GlobalCityＧRegion)等概念进行各自学科意义上的理论阐释.１９６６年,

彼得霍尔«世界城市»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战后对世界城市研究的序幕.② 接

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洛

杉矶南加州大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Castells)、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Sassen)、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泰勒(P．J．Taylor)

及其同事毕沃斯托克教授(J．V．Beaverstock)等人进行拓展性的研究.③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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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６０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２０１４Ｇ０５/１５/c_１１１０７１２４８８．htm,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０８.
P．G．Hall,TheWorldCities,London:WeidenfeldandNicolson,１９６６
关于“全球城市”的研究,参见S．Sassen,TheGlobalCity:NewYork,London,Tokyo,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１;P．J．Taylor,WorldCity Network:AGlobalUrbanAnalysis．New
York:Routledge,２００３;周振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姚为群:«全 球 城 市 的 经 济 成 因»,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 年 版.关 于 “世 界 城 市”的 研 究,参 见 J．
Friedmann,“The World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Vol．１７,１９８６,pp．６９Ｇ８３;P．J．
Taylor,“HierarchicalTendenciesAmongstWorldCities:AGlobalResearchProposal,”Cities,Vol．１４,No．
６,１９９７,pp．３２３Ｇ３３２;KnoxandP．J,Taylor,eds．,WorldCitiesinaWorldSys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５;尹继佐主编:«世界城市与创新城市: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马莉莉:«世界城市:全球分工视角的发展与香港的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汤伟:
«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６期.关于“全球城市—区域”的
研究,参见 A．J．Scott,ed．,GlobalCityRegion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１;A．J．Scott
andM．Storper,“Regions,Globalization,Gevelopment,”RegionalStudies,No．６/７,２００３;Castells,M．
TheRiseofNetworkSociety,Oxford:Blackwell,１９９６;周振华:«全球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

基础»,«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国内外学者半个多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和“全球城

市—区域”的核心特征都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具有直接影响全

球事务能力的城市,是国际城市发展的最高级形态,是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

组织结点,因此,在名称上区分三者间的意义已经不大,为行文方便,在本文中

统称为“全球城市”.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延展,各种全球性问题同样突显

出来,众多学者关注全球城市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并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

分析:

第一类研究认为全球城市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其本身的物质性力量在世

界政治意义上被放大.例如,米凯利阿库托认为,全球城市不仅能够成为全

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在世界事务中的倡议网络力量不可忽视,在多层全球

治理中的前景光明.② 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通过研究全球城市的经济、政治、人口、文化乃至民主对于世界政治的

重新塑造,指出全球城市已经形成善治的全新力量,全球城市的领导者即市长

们能够更好地强调全球合作,进而使得全球城市成为“善治的灯塔”(beacons

ofgoodgovernance).③ 他还认为,是城市而不是国家,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上迎接挑战,尽管城市在财富、发展和文化上存在差异,但城市通过全球合

作转移民族国家的主权,从而找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④ 首尔大学助理

教授斯特凡尼德哈夫纳(StefanNiederhafner)研究了欧亚两个地区的跨国

城市网络,认为城市都绕过民族国家而独立地开展跨国界合作,城市已经从民

族国家这一层级政府中“解放”出来,而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标志———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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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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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彼得霍尔认为,世界城市通常是重要的国际政治中心,国家政府的所在地,是国际政治组织的

所在地,也是各类专业组织、制造业企业总部所在地.世界城市是国际交往中心,具有很大的外交影响力和

国际政治话语权,通常也是重大国际会议的召开地.当前,全球城市对国家发展巨大推动力量的日益显现,
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发展中国家和城市主政者将建成全球城市视为自身经济和政治成功的标志之一.

MicheleAcuto,“GlobalCities:GorillasinOurMidst,”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
Vol．３５,No．４,Oct．ＧDec．２０１０,pp．４２５Ｇ４４８;相似的研究还可参见 MarkAmen,etal．,CitiesandGlobal
Governance:NewSitesforInternationalRelations,Farnham:Ashgate,２０１１;〔英〕彼得纽曼、安迪索

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龚铁鹰:«国际关系视野中

的城市: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４年第８期;罗思东、陈惠云:«全球城市及其在全球

治理中的主体功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BenjaminR．Barber,IfMayorsRuledtheWorld:DysfunctionalNations,RisingCities,Yale

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
BenjaminRBarber,CoolCities:UrbanSovereigntyandtheFixforGlobalWarming,Yaleand

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不无遗憾的是,２０１７年４月,这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者在该书出版

之后一周因病去世.巴伯在该书中再次表达其兼容并包的城市主义立场.



家在欧洲和亚洲在特定的程度上都失去了一致性.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

究员汤伟通过考察城市与国际体系的转型进程,认为全球城市“正不折不扣成

为经济塑造者、政治革新者、外交推动者和国际体系变革者”.② 尽管此类研究

充分肯定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但过于强调全球城市的物质性优势

导致其承担了本身力所不及的国际事务,如对外援助等.

第二类研究更多地将全球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理解为城市外交,并
关注城市外交当中的制度性力量.巴黎第八大学教授克雷斯蒂安勒费夫尔

(ChristianLefevre)和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欧内斯托阿尔伯格(Ernesto
dAlbergo)通过对“作为国际和跨国行为体的城市”的研究指出,自下而上的城

市外交参与了如第三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人权和应对贫困等问题的治理.同

时,他们认为,全球城市不仅在制度上应保证拥有自己的国际战略,并保持与

其国内战略并行不悖.③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赵可金认为,中国城市

外交的关键问题是制度设计.④ 此类研究突显了制度在全球城市参与全球治

理中的重要位置.然而,全球城市并非只能通过制度性的城市外交参与全球

治理,其参与路径还包括全球价值的引领、规范的倡导等.

第三类研究认为全球城市更多地是通过各类跨国城市网络参与全球治

理,在众多的全球治理议题上具有规范性力量.英国杜伦大学讲师哈里特

巴尔克利(HarrietBulkeley)与荷兰瓦赫宁恩大学教授克里斯汀克恩

(KristineKern)共同探讨欧洲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作用,

认为跨国城市网络是“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有效模式,是欧洲一体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欧洲整合”的价值观念深入到众多的地

方政府 之 中.⑤ 美 国 科 罗 拉 多 州 立 大 学 助 理 教 授 米 歇 尔 M．柏 斯 特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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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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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StefanNiederhafner,“ComparingFunctionsofTransnationalCityNetworksinEuropeandAsia,”
AsiaＧEuropeJournal,No．１１,２０１３,pp．３７７Ｇ３９６．

汤伟:«超越国家?: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８期,第１９—２７页.
ChristianLefevre,ErnestodAlbergo,“WhyCitiesAreLookingabroadandHowTheyGoabout

It,”EnvironmentandPlanningC:GovernmentandPolicy,Vol．２５,２００７,pp．３１７Ｇ３２６;相似的研究还可参

见RogiervanderPluijmandJanMelissen,“CityDiplomacy:theExpandingRoleofCitiesinInternational
Politics,”NetherlandsInstituteofInternationalRealtions,Clingendael,２００７．Arne Musch,etl．,City
Diplomacy:The Roleof Local Governmentsin Conflict Prevention,Peacebuilding,PostＧconflict
Reconstruction,TheHague:VNGInternational,２００８

赵可金:«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国际展望»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５６—７５页.
KristineKernandHarrietBulkeley,“Cities,Europeanization,andMultiＧlevelGovernance:Governing

ClimateChangethroughTransnationalMunicipalNetworks,”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Vol．４７,
No．２,２００９,pp．３０９Ｇ３３２．



(MicheleM．Bsteill)和哈里特巴尔克利通过对“地方环境倡议国际委员

会—城市应对气候变化项目”(ICLEIＧCCP)的研究,分析全球城市等地方政

府是如何在跨国网络中促进知识与信息共享、对特别气候议题达成治理规

范等,并且认为跨国城市网络在不断的政策游说过程中促进了国际规范的

形成.① 美国惠顿学院助理教授诺亚托利(NoahJ．Toly)通过对“地方环

境倡议国际委员会—城市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和“国际太阳能城市倡议网

络”(ISCL)的分析,认为全球城市通过跨国城市网络在规范创新和传播上的

能力比国家间形成的多边框架更能解决实际问题.② 此类研究拓展了全球

城市尤其是由它们组成的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治理中的功能,但大多数研

究集中于全球气候治理单一议题之上,对规范性力量在全球治理的其他议

题领域中能否发挥很好的作用不得而知.

既有研究尽管从各自角度探讨了全球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但其中

的缺陷之一在于未能明晰全球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边界.本文假定全球

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边界在于:其一,参与了中央/联邦政府未参与的国际公

共事务,或直接参与解决某项力所能及的国际问题;其二,针对特定全球议题,

建立城市间国际组织或召开城市对话;其三,凸显全球城市的行为体价值.因

而,全球城市基于自身的特质,从物质性、制度性与规范性力量三重维度参与

全球治理,成为世界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体之一.

三、参与全球治理的全球城市

尽管国际关系的众多行为体依自身的条件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各异,但

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民族国家不同,全球城市在能力支持、制度建设、规范

引导三重维度上参与了全球治理,把脉当今世界政治的诸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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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eM．BsteillandHarrietBulkeley,“CitiesandtheMultilevelGovernanceofGlobalClimate
Change,”GlobalGovernance,Vol．１２,No．２,２００６,pp．１４１Ｇ１５９;MicheleM．BetsillandHarrietBulkeley,
“TransnationalNetworksand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TheCitiesforClimateProtectionProgram,”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４８,No．２,２００４,pp．４７１Ｇ４９３．

NoahJ．Toly,“TransnationalMunicipalNetworksinClimatePolitics:From GlobalGovernanceto
GlobalPolitics,”Globalizations,Vol．５,No．３,２００８,pp．３４１Ｇ３５６;类似研究还可参见李昕蕾:«跨国城市网

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体系反思:“南北分割”视域下的网络等级性»,«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７期;李昕

蕾:«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自主治理”的视角»,«国际观

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一)全球城市为全球治理提供能力支持

全球治理离不开能力支持,这里的能力主要包括以经济力为代表的物质

力和以吸引力为代表的精神力.全球城市作为一类具有较为强大的政治经济

文化实力的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推行一种符合它们特性的集体秩序,以缓解

全球性问题带给世界政治的压力.

首先,全球城市有进行全球治理的经济优势和保持长期自由贸易的开放

倾向.全球城市本身所拥有的财政、组织和法律资源,以及资源整合能力非

一般的次国家行为体所能比拟.２０１４年,东京、纽约、洛杉矶、伦敦的城市

GDP分别是１．４万亿美元、１．３万亿美元、８０００亿美元和７０００亿美元;①

２０１６年,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世界５００强总部分别是２２家、２０家、２９
家、５９家,全球有６０００多家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②占据了全球

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形成强大的总部经济,给当地城市贡献了大量税收

和附加经济效益,这使得全球城市有能力运用经济杠杆来达成全球治理的

目的.如对当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包括纽约、洛杉矶、旧金山

在内美国的１６４个市政当局通过立法,将约１９６亿美元的公共资金从那些与

南非有生意的公司撤出,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③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民

族国家时常祭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全球城市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时常扮

演自由贸易的引领者、维护者和推动者角色.一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全球各

区域要素环境比较研究显示,北美的全球城市(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

和欧洲全球城市(如伦敦、巴黎)共同特征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表明这些全

球城市的发展尽管或多或少都受到国家干预的影响,但它们都展示了“一种

占支配地位的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④ 尽管英国脱欧、美

国特朗普当选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各种形式的逆全

球化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人们对自由贸易原则能否继续存续下去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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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L,Global３００:TheNewCommercialGeographyofCities,CitiesResearchCenter,２０１４,p．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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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bs,CityHallGoesaboard,pp．３２Ｇ３３,转引自引自龚铁鹰:«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功

能及政治走向»,第４２页.
N．BrennerandN．Theodore,SpacesofNeoＧliberalism,UrbanRestructuringinNorthAmericaand

WesternEurope,Oxford:Blackwell,２００２．



忧,但坚守自由贸易政策却出奇一致地成为全球城市决策者的主要选项.

比如,伦敦的前任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Johnson)和现任市长萨迪克

汗(SadiqKhan)尽管在脱欧留欧问题上有分歧,但他们多次争辩的核心仍是

为维护自由贸易;连任三届的纽约市长布隆博格(MichaelRubensBloomberg)

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现任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DeBlasio)

在特朗普当选后发表声明称纽约将继续保持自由、宽容的经济政治和宗教

政策.① 全球城市的决策者们维护和扩大自由贸易的开放政策,从而对冲了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

其次,全球城市具有人才聚合效应.除一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全球

城市囊括了一国甚至区域内的绝大多数符号分析业人员,包括科学家、大学

教师、工程师、投资顾问、律师、出版商、作家、音乐家、电视电影制片人等,他

们的工作和利益更多和全球范围的部门相联系.据统计,在纽约有法律服

务机构５３４６个,管理和公关机构４２９７个,计算机数据加工机构３１２０个,财

会机构１８７４个,广告服务机构１３５１个,研究机构７５７个,②汇聚了大量全球

优秀人才.霍布斯鲍姆认为,从符号分析工作者社群中能更清楚了解到民

族国家分野的消退,尽管世界主义不会取代国家认同,但会形成一种认同的

新形式.③ 这种认同形式最有可能产生于各种文化杂糅交融的全球城市,进

而形成多种身份和认同的全球公民,并由他们组成各类跨国行为体.由此,

全球城市的对外交往主体包括以地方政府为首的,由非政府组织、媒体、跨

国公司、社会团体、学术团体乃至个人所组成的城市交往网络.④ 这个网络

中的所有人才流动在全球城市与其他行为体之间,为全球治理贡献方案.

比如,２０１１年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自由广场上事实上的决策者

“纽约城大会”(NYCGeneralAssembly)是水平化的、自治的、无领袖的,其成

员既有来自当地专门的社会运动组织,还有各类部门工会(如服务业雇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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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会)、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不同阶层的人,成为民众反思全球经济治理

的一个高潮.

最后,全球城市通过政治实践塑造全球治理环境.如在气候变化领域,

全球城市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人均资源需求和消耗,提供了缓和全球气候变

化影响的机遇.全球城市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对于气候变暖有直接影

响,２００８年 伦 敦 工 业、建 筑 业、交 通 运 输 业 能 耗 占 比 分 别 为 ６％、６８％ 和

２６％,纽约分别为１３％、５１％和３６％,东京分别为９％、５３％和３８％,①建筑

业能耗占比均占一半甚至更多.因而,全球城市通过更多的节能建筑来降

低能耗,如伦敦在建筑设施隔热系统、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利用、热电联产、

公共交通等方面进行改造升级,以实现到２０２５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减排６０％
的目标;②通过每年举办国际建筑节能展览会,推广 BREEAM.③ 不仅如此,

尽管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是由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牵头

的“美国誓言”(AmericasPledge)联盟称将继续执行«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

这一宣告表明全球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设置上有更大的自主

权力.

(二)全球城市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创新

全球城市的网络化治理代表了信息时代全球治理发展趋势的集合,它将

全球城市政府之间的高水平的公私合作与充沛的网络管理能力结合起来,通

过连接各类利益相关方,促进全球公共价值的最大化,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制

度可能性.

一方面,全球城市致力于推进网络联盟的建立.２００１年成立的跨国城市

联盟组织———“全球本土化论坛”(TheGlocalForum)强调城市在国际关系中

的重要作用,认为各国大城市的市长们已经被赋予外交官的使命;④“世界城市

和地方政府联盟”(UCLG)于２００５年成立城市外交委员会,致力于城市政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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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联合国人居署:«和谐城市:世界城市状况报告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吴志强译制组译,北京: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０页.
GreaterLondonAuthority．ActionTodaytoProtectTomorrow:TheMayorsClimateChangeAction

Plan,London．２００７．
«英 国 建 筑 研 究 所 环 境 评 估 法»(Building ResearchEstablishmentEnvironmentalAssessment

Method,BREEAM)为英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是世界首个绿色建筑评估的权威体系.
AboutCityMayors,http://www．citymayors．com/gratis/city_mayors．html,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２０．



动国际社会团结、冲突预防和解决等工作,２０１０年该委员会升级为“发展合作

与城市外交委员会”,推动包括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内外交政策议程,从而

使得“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成为重要的跨国城市网络之一.① 在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上,“C４０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影响了联合国人居署对于城市气候

变化的意识,②促使联合国人居署于２０１５年推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强

调“全球城市应该在全球性的减排行动中占据重要一环”,③推进低碳价值观在

国际层面的认同.

另一方面,全球城市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贡献新的制度化方案.如“社会

企业模式”(SocialEnterprise)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实现城市环境、资源、社会

正义和企业效益有效结合的制度形式.以伦敦为代表,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包括

大伦敦管理局、伦敦交通署和伦敦发展署在内的伦敦政府部门联合开展的

“伦敦社会企业调查”提供详尽的伦敦社会企业运营报告,指导本地区的社

会企业运作.④ 作为一个战略沟通机构,伦敦社会企业联盟(SocialEnterprise

London,SEL)视自身的使命为“支持和促进社会企业的成功,将伦敦定位为

社会企业运动的全球领导者”,帮助社会企业走向其他国家.⑤ “社会企业模

式”帮助全球多个地区的跨国企业注重企业责任,构建新的企业经营制度,

甚至成为英国“第三条道路”理念在２１世纪新的表现形式之一.

(三)全球城市为全球治理提供文化规范

全球治理规范是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各行为体对某一问题采取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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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ee Arne Musch,Chris van der Valk,Alexandra Sizoo,and Kian Tajbakhsh,eds．,City
Diplomacy:TheRoleof Local Governmentsin Conflict Prevention,PeaceＧbuilding,PostＧconflict
Reconstruction,The Hague, VNG International,２００８,p．１８;Committees and Working Group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City Diplomacy, http://www．uclg．org/en/organisation/structure/
committeesＧworkingＧgroups/developmentＧcooperationＧandＧcityＧdiplomacy,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２０．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伦敦市长利文斯通的倡议下,１８个全球城市代表在伦敦成立C４０城市气候领导联

盟.可参见C４０,“ClimateLeadershipGroup,”http://www．c４０cities．org/,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２０.
联合国人居署,“CitiesandClimateChangeInitiative,”http://cn．unhabitat．org/联合国人居署Ｇ

citiesＧandＧclimateＧchangeＧinitiative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项目,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２０.
其中,伦敦发展署在２００４年就开始了社会企业调查和推广.SeeLondonDevelopmentAgency,

SustainingSuccess:DevelopingLondonsEconomy,London,２００４;Greater London Authority,Social
EnterprisesinLondon:AreviewofLondonAnnualBusinessSurvey (LABS)evidence,London,２００７．

SeeSocialEnterpriseLondon,BeelineMapping Exercise２００１/０２,２００１;ASocialEnterprise
BusinessSupportStrategyforLondon:Timetodeliver,２００２;TheRoleofSocialEnterpriseintheLondon
２０１２OlympicGamesandParalympicGames,２００７a;２０２０VisionＧSocialEnterpriseinLondon,２００７b．
London．



行为的共同期待,以及为实现这一期待而界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①

与全球治理规范本地化(即“内溢”)不同的是,全球城市产生的规范通常

“外溢”到国际社会,进而成为国际通行的规则与价值经验.米凯利阿库

托认为,全球城市“具有极大的规范性力量”,②是培育公共精神的最佳实

践场所.

全球治理需要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全球共同体的建设.所谓公共精神,指

的是“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设,

以营造适宜人类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治理念、伦理追求和人生哲学”,③而全球

共同体则“意味着一个基于全球意识的跨国网络的建立,这一全球意识指的是

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一个超越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的更为广阔的世界,任何

个人和团体在那个更广阔的世界中都共享一定的利益和关切.”④德国社会学

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Simmel)把城市看作是一个以“精神生活”的新方

式与现代文化相互交错的网络群体构成的场所.全球城市中大量的国际非政

府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群体,经常针对全球问题发声、募款,甚至直接参与问题

的处理,能够直接塑造“全球公民意识”和“全球共同体”文化.如无处不在的

志愿者精神促使大伦敦市已经囊括了１３６０个国际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总部,⑤

他们共同塑造的某种“全球共同体”意识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散布开来.

众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能够在全球城市产生,与城市的文化引领有

密切的关系.

全球治理时代摆在国家面前的是各种类型的挑战,而全球城市参与全球

治理体现出明显地合作特征.这种合作的特征也影响了中国的全球城市看待

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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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康晓:«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中国经济转型:国际规范国内化的视角»,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

东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版,第５页.
〔意〕米凯利阿库托:«全球城市:我们还能视而不见吗?»,第４６页.
袁奋光:«公共服务视域下的政府善治探析»,«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５４页.
〔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译序,第８页.
WANGO,“Worldwide NGO Directory,”http://www．wango．org/resources．aspx? section＝

ngodir&sub＝list&regionID＝０,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２５



四、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全球城市

随着中国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城市逐渐成长为“崛起中的

全球城市”:①２０世纪７０、８０代香港借助东亚工业化发展而成为亚太地区的全

球城市,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和全球新兴经济热

点,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上展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经过多年发展,香港、

北京、上海在全球城市相关指数上的排名均取得显著进步,与中国其他城市相

比,这三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已经进入全球城市前十位.广州、深圳也成为日

益瞩目的全球城市.② 中国的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领域如解决环境问

题、参与调停地区热点、与国外次国家政府构建城市联盟等方面完全可以有更

加积极有为的表现,同时能彰显出独特的“中国方案”.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中

国全球城市的发力点在于:

首先,共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关系格局,加入发展成熟的跨国城市网络.

在本体论意义上全球城市存在五个方面的关系格局,包括行为者与行为者(即

全球城市之间)、行为者与空间(即全球城市与国际社会)、行为者与制度(即全

球城市与全球治理制度)、微观—宏观结构(即全球城市中的单个行为体与人

类整体社会)、行动与结构(即治理行为与全球治理体系),这些关系中内在的

互动模式包括合作型、建构型、管制型和权力赋予型.③ 作为地方、亚太区域和

全球政治经济互动进程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全球城市有必要构建和拓展“全

球—区域—地方”的关系治理网络.

当前,中国的全球城市多以加入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城市网络联盟为

主,比如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都加入了“C４０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广州和上海加入了“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世界组织”和亚太城市首脑会议、

亚太城市观光振兴机构,广州还加入世界大都市协会(WorldAssoci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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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是指那些已经具备相应基础条件,并正朝着全球城市方向发展的全球化城市.
参见周振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如在较为权威的２０１６年“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世界城市体系排名中,香
港、北京、上海分别位居全球第四、第六和第九,广州迈入全球城市“AＧ”行列,深圳的排名继续上升.可参见

GaWC,http://www．lboro．ac．uk/gawc/images/world２０１６t．jpg,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２５.
HWC．Yeung,TowardsaRelationalEconomicGeography:OldWineinNewBottles,Paper

presentedatthe９８thAnnualMeeting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LosAngeles,No．３,
２００２,pp．１９Ｇ２３．



theMetropolises),深圳加入亚太城市市长峰会(AsiaPacificCitiesSummit,

APCS)等,这为中国的全球城市参与全球治理探索出新的空间.如在可持

续发展领域,由广州市与“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世界大都市协会共

同发起设立的“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GuangzhouInternationalAwardfor

UrbanInnovation,简称“广州奖”),旨在“倡导城市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

推动全球城市的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①广州奖通过数年的运作,目

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考核城市发展与治理的重要标准之一,并被联合国人

居署大力推广.在环境治理领域,广州通过举办２０１７年“C４０固体废弃物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研讨会”,分享了广州在减少污染、修复资源上的知识经

验,加强了 C４０城市在资源可持续管理方面的认知,强化了广州在 C４０组

织中的中国形象.

其次,共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经验制度,开展与多种行为体的国际对话.

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更为广泛的国际制度,防止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就需要

发展有助于促进合作、解决冲突的制度安排.② 中国的全球城市面临着程度不

等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与包括本国中央政府在内的多种国际行为体保持联系,

在不同的维度上贡献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规范,从而保障城市的稳定与繁荣.③

全球治理时代,中国全球城市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使命之一就是将自身独特的

有益发展经验转化为可供借鉴的国际社会议程,从而进一步强化国内政治与

国际政治的深入互动.

尽管中国的全球城市在创建国际社会共同承认的制度上略显薄弱,但努

力从未停止.２００６年成立的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INTECOPOLIS)与

２００２年在深圳举办的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及其“深圳宣言”密不可分.

在这次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呼吁成立一个协调各国际组织间有关城市生

态及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咨询的工作机构,并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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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自２０１２年至今,广州奖已举办三届评选活动,每届均有超过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５０多个城市

报名参评,累计城市创新参评项目已超过７００个,评价内容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市规划和

良好治理、伙伴关系、技术创新、韧性城市、社会包容和性别平等等全球治理议题.参见广州国际城市

创新奖:http://www．guangzhouaward．org/cn/index．html,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２５.
RobertKeohane,“GovernanceinPartiallyGlobalizedWorld,”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March,２００１,p．２．
如汤伟认为,全球城市上可向国家表达治理建议、下可吸取非政府组织及跨国公司等的治理经验、

向外可直接参与全球治理、向内可把认同的治理主张直接转化成地方政策和实践.笔者认为,汤伟的这一

观点是中肯和富有建设意义的.参见汤伟:«超越国家?: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第２３页.



国际指标.① 自深圳萌发的“生态城市”观念从酝酿到成熟、从专业学术概念

走向国际规范,为遏制全球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指导着全球各地城市和社

区的生态现代化建设,推行生态效率、生态安全和生态和谐的新理念做出了

重要贡献.广州利用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及其他机构合办的２０１７“全球

环境展望———世界环境科学家大会”向国际社会展示广州及珠三角在环境治

理方面的经验,在广州建设的“‘一带一路’绿色创新中心”将推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绿色产业项目的发展,共同推广绿色发展先进经验和模式.②

深圳、广州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体现了中国全球城市的顺势而为,更主动发

力,与众多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其他国家的城市政府一道推进全球治

理在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

最后,共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精神气质,推动城市间的文明互鉴,进而影

响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所谓精神气质,是“城市的底蕴、城市的韵味、城市的

品位”,也是“一个城市对于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③有学者总

结纽约的精神气质是“坚强不屈的移民拼搏精神、民主法治精神和多元化宽

容精神”,巴黎的精神气质是“理性的评判、创新与创造、大众抗争精神、描摹

人性的生活审美”,而把上海的精神气质描述为“实用理性精神、海纳百川的

海派精神和一技傍身的职业精神”.④ 这些精神气质不仅起到一种文化整合

的作用,而且在全球治理时代更能塑造成为全球社区(GlobalCommunity)的

价值标杆.

全球城市在互联网时代融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类精神成果,其中有助

于促进和谐的无形资产,如文化遗产、认同感、记忆,以及能给出城市意义的一

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符号共同构成全球城市的精神气质.将这种精神气质运

用到全球治理中则意味着在地方、区域和全球不同的层次上倡导互相理解、和

谐共生与包容互鉴,既维护全球城市内部的公平正义、环境友好、社区友爱,又

提倡国际社会的志愿者精神、社会同理心与扶弱原则等共享性价值,促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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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即生态 卫 生、生 态 安 全、生 态 产 业、生 态 景 观 和 生 态 文 化,参 见 FoundationFortheUrban
Environment, http://www．ffue．org/２０１３/０５/internationalＧcouncilＧonＧecopolisＧdevelopmentＧintecopolis/,
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１０.

梁甜甜:«“全球环境展望:世界环境科学家大会”在广州开幕»,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１０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１７Ｇ１０/１０/c_１２９７１８０８０．htm,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２６.

潘知常:«“城市精神”是城市的根本内涵»,理论之光网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http://theory．jschina．
com．cn/mingjialiu/２０１７０６/t２０１７０６１６_４２３８２６３．shtml,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１０.

刘江华等:«国际视野下的城市发展转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０６—２０８页.



“建筑可阅读,街区宜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① 每一座全球城市都是一个移

民城市,国内移民与跨国移民共同生活在全球城市的“屋檐”之下,全球城市的

政府等公共机构对待国内外移民的态度同样构成了全球城市精神气质一部

分.香港“重庆大厦”的南亚人聚居区、广州小北路非洲人聚居区,既丰富着城

市的种族景观,更体现着全球城市的包容气质,跨国移民自身的存在就是向国

际社会表达着全球城市的开放精神.全球城市的“温度”最终体现在人的“温

度”之上,这种“温度”包括了对多元族群的关爱与体谅、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

欣赏、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追求与努力、对人与整体世界关系的重新思考.这既

是全球化困境之下中国全球城市最有可能做出贡献的路径之一,又是“命运共

同体”精神在中国全球城市的一种展现形式.

因而,无论是中国的全球城市加入跨国城市网络、开展与多种行为体的国

际对话,还是共创精神气质来推动文明互鉴,其本质都是通过完善自身的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影响全球治理的进程和内容.一方面,中国的全球

城市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加深了对全球机制、规范和标准的认知,将全球

先进的治理经验内化到新的治理改革当中;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释放深化改

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从而更平等、更自信地参与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形成

较为强烈的国内外示范效应,从而勾连起“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

的逻辑链条.

与此同时,中国的全球城市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它们在“外塑形象,内有担

当”上做的还远远不足:首先表现在入驻的国际组织不仅量少、且影响力不够.

２１世纪初,在“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观测的全球１７８
个城市的“国际组织全球网络联系度”(IONetworkConnectivities)排名中,中

国只有北京和香港上榜,分别是第２５、５９位.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内罗毕、布鲁

塞尔、曼谷、伦敦、新德里、马尼拉、华盛顿、哈拉雷、日内瓦和莫斯科;②在观测

的全 球 １４９ 个 城 市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全 球 网 络 联 系 度”(NGO Network

Connectivities)排名中,排名前十分别是伦敦、内罗毕、华盛顿、布鲁塞尔、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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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７年５月８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在

描述上海未来愿景时,韩正表示,上海要建设“令人向往的卓越的全球城市”.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

高级官员对全球城市“社会性”思考的结果,代表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中国上海网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２/nw２３１４/nw２３１５/nw５８２７/u２１aw１２２９６３２．html,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２７.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twork
Connectivities,”http://www．lboro．ac．uk/gawc/datasets/da１８．html,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２７．



拉、新德里、曼谷、罗马、哈拉雷、莫斯科,而北京排名２３,香港排名２８.① 即使

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国际组织在中国全球城市落地生根的仍是少数.② 有学

者认为,在北京活动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可分为中方主导的非政府间国际组

织和外方主导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一类国际行业

协会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制定相关产业国际标准、促进技术创新、

信息共享、协调仲裁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这一类国际组织应该成

为北京鼓励“落户”的重点机构类型.③ 其次,中国的全球城市在发出国际倡议

上表现出轻政治、重人文,重宣传、轻反馈.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当地城

市政府都发出相关倡议,但囿于倡议的专业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国际

传播效力;就国际政治、全球治理等相关议题的国际倡议就更少.一项调查显

示,全球１５５个城市外交活动的网络连通性中,北京１０位、香港１１位、上海９２
位、广州１４１位.④ ２０１７年９月,北京市举办“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语博会”,发出

“‘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交流合作倡议”,展示了中国语言文化建设成就、语言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科技产品,呈现世界语言文化交流互鉴.但是,该倡议对于

促进语言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发挥怎样的作

用仍需观察.最后,中国的全球城市对于国际公务员的培养重视不够、起步较

晚.为在更多的国际组织中发出“中国声音”,就必须加大对国际公务员的培

养.全球城市大力支持属地的高校开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如北京大学

２０１７年设立“引领未来国际组织人才启航计划”;上海财经大学从２０１５年起设

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北京外国语大学于２０１７年成立国际组织学院;

清华大学开设３８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相关课程,成立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发展协会学生组织(THUI);中国人民大学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列为高校毕业

生就业重点渠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启“国际组织菁英训练营”.从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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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and WorldCitiesResearch Network,“NonＧ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 World
Cities:NetworkConnectivites,”http://www．lboro．ac．uk/gawc/datasets/da２０．html,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２７．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设立总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仅有八个(国际竹藤组织、亚太空间合作组

织、亚太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国际海事卫

星组织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驻京代表机构２５个,其中联合国的２１个机构在

北京共设立了１４个代表机构,部分派生机构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综合性机构一并代表.参见意娜:«加快

吸引国际组织总部“落户”北京»,«国家治理»２０１５年第３９期,第３５页.
意娜:«加快吸引国际组织总部“落户”北京»,第３６页.
GlobalizationandWorldCitiesResearchNetwork,“DiplomaticActivitiesinWorldCities:Network

Connectivities,”http://www．lboro．ac．uk/gawc/datasets/da２２．html,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２７．



织一般职员到成为有影响力的高层官员需要２０年乃至近３０年的时间,如果在

中国２００１年“入世”时就重视国际公务员的培养,则未来十年将会有更多有分

量的“中国声音”出现在国际舞台.

结　　语

尽管全球城市在某一方面是全球问题的制造者,但它在更大的意义上是

问题的解决者.全球城市作为一类独特的行为体,其自身附着的“全球”意义

在当今时代正显示出越来越复杂但又“迷人”的光谱.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界

相关研究的梳理,指出全球城市正从能力支持、制度创新和规范引导三个维度

参与全球治理,催生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和治理变革”.本文还对中国全球

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做了初步的探讨,认为中国的全球城市作为“崛起中

的全球城市”,宜在关系格局、经验制度和精神气质方面做出自身的贡献.在

实践中,中国的全球城市已经在部分全球治理领域崭露头角,呈现“形势比人

强”的局面.一些理论家认为全球城市将重获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以来失落的

主权,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于外交“天

花板”的突破始终在进行之中.因为全球城市的存在,它建构起从“身边政治”

到“全球政治”的连续发展体系,让人类意识到自己不仅存在于某时某地,而且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其他的人类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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